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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交會於五世紀」 
學術研討會紀要

何維剛 *

公元五世紀的東亞是族群移動、文化碰撞的時期，此不僅展現於中國內部南朝

與北朝的各式競爭，也突顯於漢字文化圈與東南亞海外諸國、中亞印度、粟特的國

族交流與思想激盪。而「移動」不僅涉及人群的遷移、國家版圖的變化，同時也隱

含著文學、宗教、政治、社會文化的典範轉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古典文

學研究室自二〇一八年開始，進行為期三年的主題計畫：「劉宋：多視角的斷代研

究」。此計畫以劉宋 (420-479)斷代作為討論焦點，並非限縮研究視域，而是試圖

透過斷代聚焦多元議題，聯繫劉宋與東亞世界的變革，同時兼具開創與實驗性質。

二〇一八年十月，此計畫曾於文哲所舉辦「劉宋的文本世界：跨學科的探索」學術

研討會，當時學者的關注焦點多集中於晉宋變革以及劉宋前期 1。而此次研討會則更

傾向劉宋中後期的發展。「移動：交會於五世紀」學術研討會，由中國文哲研究所

劉苑如研究員、雷之波助研究員共同籌劃，於二○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假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樓會議室舉行。此次研討會邀請了包含文學、歷史、思想、宗

教等不同領域及專長的論文發表人，以及多位與談人及專家學者，共同研討劉宋一

朝如何參與東亞世界的移動與交會。

此次會議由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田曉菲教授的主題演講〈幽明之間：

一部公元五世紀志怪故事集中的移民、身分，以及殖民想像〉(“Migration, Identity, 

and Colonial Fantasies in a Fifth-century Story Collection”)展開，並由中國文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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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劉苑如教授擔任主持暨引言人。田曉菲教授提出，劉義慶 (403-444)編纂的《幽

明錄》，作為一部具有鮮明現代性和地方性的志怪故事集，呈現了北來移民以及江

南本土人士交流的焦慮與不安，並針對宇文所安曾在〈下江南：關於東晉平民的幻

想〉一文中所提出永嘉之亂後南渡人士實乃殖民者的觀點，指出我們對這些北來移

民應可作出更精準的定義，稱之為「移民殖民者」(settler-colonialists)。移民殖民者

不像移民那樣融入及服從於當地政體和文化系統。相對於本土居民，他們享有各類

政經特權，並把自身的主權統治與政治話語強加於本土居民。相較於早先的志怪集

如《搜神記》，《幽明錄》的故事多發生於晉宋時代，且無早期文本來源，因此具

有更鮮明的現代性。該書同時也極具地方性，很多故事發生於劉義慶曾生活過的建

康、荊州、江州等地，提到的很多南方地名十分具體而微。劉義慶作為劉宋皇室成

員，代表帝國權力中心，而南方有著自給自足的文化與語言系統，宗教與社會文化

都與北來移民有著極大反差。在這樣的編纂過程中所反應的權力運作，加以《幽明

錄》所錄故事的主人翁多為北來移民，此書收錄地方色彩濃厚的志怪故事，便值得

加以深思。在進入具體討論之前，田曉菲教授還在開場白裏對文中用語加以說明，

指出選擇「志怪故事」而不是「小說」來描述《幽明錄》，乃是因為小說一詞，難

免令人想到現代意義上以虛構和想像創作為特質的 fiction。但這不符合東晉南朝時

期口傳與筆錄下來的具有新奇見聞性質的故事。

主題演講分為四個部分：「帝國的縫隙：本土生靈與他界異物」、「複合身體和

身分剽竊」、「與地方神祉、地方信仰的交涉」、「夢魘的《楚辭》之鄉」。第一部

分「帝國的縫隙」指出，劉宋政權自成立以來，於政權內外皆須不斷面對「他者」

的威脅，除了北方的胡人外，本土境內尚有嚴重的南蠻問題。在當時的社會秩序

中，位於北來移民、南方本地菁英以及庶民之下，以南蠻為社會階級的最底層。

《幽明錄》存在著很多對蠻族部落似人而又非人的妖魔化想像，代表了移民殖民者

對於在帝國的邊緣和縫隙中遭遇的他者所感到的迷戀和恐慌。第二部分「複合身體

和身分剽竊」指出，劉宋時期的建康除了大批被強迫遷移來此的南蠻兵戶外，尚

有來自西域以及南亞和東南亞各國的商旅、僧尼。本節通過討論換腳、換頭和一

系列動物變身的故事，探討人們對族群混雜和個人身分界定感到的焦慮。第三部

分「與地方神祉、地方信仰的交涉」，談到北方移民殖民者對南方地方民眾信仰深

感威脅，在和南方神巫的交涉中往往遭受挫敗和揶揄，而屬於北方高門的王謝家族

尤甚。第四部分「夢魘的《楚辭》之鄉」指出，對於北來移民殖民者來說，最能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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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集體文化記憶之重的，是漢文化傳統中的經典之作《楚辭》。《楚辭》具有強烈

的楚地風格，這樣的經典可以幫助北方移民在荒蠻的南土建構新的自我定位；但在

《幽明錄》的一則「採菱女」故事裏，《楚辭》的使用卻甚具反諷意味，表現出虐待

式的殖民想像，用暴力來抵抗被「女性化」的南方的情色誘惑。田曉菲教授在結語

中指出，前人曾揣測《幽明錄》一書成於眾手，可以支持此點的一個有力證據，就

是《幽明錄》其實並無明確統一的宗教或思想系統。因此，我們對之最好的處理方

式可能不是刻意尋找一以貫之的主題，而是看到《幽明錄》的故事體現了北方移民

殖民者的焦慮與不安的心態，以及他們面對古老的江南與族群，如何與之共處的張

力。

主題演講主持人劉苑如教授指出，《幽明錄》與干寶《搜神記》的性質不同，

干寶本身是東吳舊族，但劉義慶則屬於北人。《幽明錄》的故事十分條理清楚，卻

又處於惶恐不安的氛圍之中。從東晉到五世紀中期，是東晉門閥到南朝士族的轉

化，身分的轉變也見於志怪書寫，昔日的王謝家族於志怪中成為嘲謔的對象。此

外，志怪具有濃厚的口說意味，故事描寫作者有非常豐富的軍旅生活，尤其南朝皇

室都需要外鎮、參與戰爭。軍旅過程中會帶著僧侶文士，很容易產生故事，此與唐

朝志怪故事的產生性質不同。魏斌教授提出關於《幽明錄》讀者究竟為何許人的問

題，他認為以南人、北人的角度來讀志怪，會有很多新的啟發。但《幽明錄》的故

事於南北的解讀外，是否還有家族內部紛爭、政治鬥爭等解讀可能？李豐楙教授則

指出，以往將六朝志怪掛在單一作者名下，但多數狀況下乃是文學集團的集體創

作，是集團文人間才學見聞的比賽。文學集團有社交生活，用故事、說話表現個人

才學與反諷，這樣就會產生《幽明錄》故事「成於眾手」的現象。以往過於強調小

說的文本與文學性，容易忽略了故事形成背後的文化層面。《幽明錄》中的許多隱

喻是一種文化品味。這種特殊的時代情境，將文學、清談，甚至宗教信仰當作身分

標誌，到了唐朝已逐步消淡。田曉菲教授感謝諸位評議，並回應說：傳講故事的社

會菁英群體，既是把口傳故事書寫下來的作者，也構成這些故事的讀者。至於故事

是否出自政治紛爭或家族矛盾，雖然在詮釋上是有可能，但因為詮釋必須建立在文

本證據上，在沒有文獻證據可供支持的情況下，也就只能停留在猜測的層面。

研討會第一場次聚焦於劉宋時期的佛教與周邊國家交流與移動，由中國文哲

研究所廖肇亨教授擔任主持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劉淑芬教授擔任與談

人。該場次發表二篇文章，首先由劉苑如教授發表〈佛法、游賈與使節：天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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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表文〉解讀〉一文。《宋書‧夷蠻傳》所收錄的〈月愛表文〉，是史書中較早所

見以國王口吻書寫而成，和劉宋通使的表文，全文充滿佛教色彩，並以工整四言體

寫就，將自身視為道法的守護者。表文中「迦毗黎」一名，所在位置即是法顯《佛

國記》中遊歷天竺時所造訪笈多王朝的「迦維羅衛」。相對於此，笈多王朝的首都

華氏城，則是信仰婆羅門教的聖地，同時也對其他宗教兼容並蓄。縱使如此，婆羅

門教與佛教之間仍充滿矛盾，此亦表現於法顯從師子國乘船返國的經驗。可以推知

婆羅門教徒認為佛教徒不敬神、師子國婆羅門教徒多於佛教徒、作為外邦人的船主

也認為漢帝國王重信佛教。因此就笈多王朝而言，婆羅門教才是「道法」，而佛教

徒實為「外道」。至於鈴木中正認為，〈月愛表文〉中的「月愛」為旃陀羅笈多二

世，而河上麻由子則以旃陀羅笈多二世其時早已遜位，而斷定〈月愛表文〉屬偽

作。但若考慮仍有使節交通、地理阻隔等現實問題，可能影響國書傳遞，則未宜驟

下定論。自四世紀以降，東南亞幾乎為印度文明所席捲，南朝政權也透過蜀、印陸

路與東南亞海路，一直保持貨物往來，間接帶動使節、商人、僧侶、胡客的移動。

其中亦有如竺叔蘭、竺長舒、竺南康作為天竺移民，既對本鄉宗教習俗認同，又對

漢土語言文化深入認識，可能便是這類外國表文的草擬者。而東南亞諸國所以遣使

進表，一是在於政權變動，希冀重新獲得中國認可，二是中國政權的變化，也會尋

求與諸國互市，三是中國與鄰近國家的交戰，也會刺激周邊國家的政治表態。綜言

之，山川珍寶的交易無疑是南朝與南海諸國，乃至西域諸國往來的主要動力，使節

則是國家權力的象徵。而在宋文帝永嘉年間大量記載的外國表文，在過往朝貢體系

的認知外，也標誌著劉宋相對於周邊國家的強權地位。通過此表的解析，得以重建

五世紀頻繁互動的亞洲場景與政治權力的運作，由此也彰顯兩地重啟交流之初的雙

重誤解。

日本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系稀代麻也子副教授，發表〈《宋書》的表現手法：

以「佛道別為一家之學」為引線〉一文，並由陳俐君女士（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

科）擔任即席翻譯。沈約《宋書》的撰就，除了以「傳論」的形式表現自身史觀，

也會透過篇幅長短、文章引用等方式，表達自身的史觀與評價。如〈袁粲傳〉引用

〈妙德先生傳〉用以使人物形象立體化；〈陶淵明傳〉的敘述字數遠多於其他隱士；

〈鮑照傳〉以帶敘手法附屬於〈劉義慶傳〉，反而「喧客奪主」掩蓋了傳主印象；

〈謝靈運傳〉為《宋書》以一卷述一傳的四例之一，並以一萬三千餘字的篇幅遠超

出其他三例。此皆為沈約《宋書》試圖打破以往描述框架的特殊手法。其實，《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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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夷蠻傳》也是採用試圖打破框架的手法來編纂而成的。〈夷蠻傳〉分為南夷、

西南夷、東夷以及蠻四個部分，雖然此傳中「西南夷」的部分出現了許多佛教史材

料，但在該傳之傳論並未提及佛教，且如能完全摒除「佛道別為一家之學」作為關

於佛教敘述之開頭的話，讀起來更為流暢合理，因此不宜將此傳視為「佛教史」。

此外，更值得留意的是，〈夷蠻傳〉裏引用長篇〈均善論〉的方式，透露了沈約不

受史書約束的另一個主張：在史書的框架下，藉由此種引用方式展現自己對何承

天的敬愛和尊崇。〈夷蠻傳〉中收錄慧琳〈均善論〉，亦可和〈謝靈運傳〉中收錄

〈山居賦〉相互參看。〈山居賦〉透過謝靈運注音，表現聲音才是作品表現的核心，

從沈約曾創作〈四聲譜〉來看，《宋書》收錄〈山居賦〉亦揭示沈約對於謝靈運的

語言研究十分佩服。相對於此，〈均善論〉收錄於《宋書》，實是沈約透過此文呈

現當時佛教界的狀況，背後也暗示著沈約對於何承天鑽研曆法的敬意。

第一場次與談人劉淑芬教授指出，中國史書之編纂與典章制度都是儒家本位，

《宋書‧夷蠻傳》沒有提到佛教，是因為〈夷蠻傳〉主要是談周邊國家關係，包含

往來貿易，這對南朝政府來說很重要。另一點就是，兩篇文章都沒有提到沈約是虔

誠的佛教徒，《宋書》將佛教的記事置於迦毗黎國─釋迦牟尼的出生地，而《南

史》則放在中天竺國。就海上貿易而言，迦毗黎的重要性比不上中天竺國，這也可

反映沈約的信仰。關於〈月愛表文〉的探討提到婆羅門教，但是五世紀時大乘佛

教也很流行，應如何連結、審視這幾種宗教互動；又，歷來將〈月愛表文〉視為

偽作，劉苑如教授認為此係當時商人以國王的名義奉表朝貢，是很有見地的，它的

作者可能是文中所提到善梵漢之言的商人。稀代教授提到〈夷蠻傳〉載有〈均善

論〉，《廣弘明集》不錄此篇，是因為這篇文章對佛教有所攻擊之故。藍吉富〈我

國傳統史籍中佛教專篇史料之檢討〉認為，〈均善論〉雖然攻擊佛教，但被宋文帝

所讚賞，慧琳得以參與朝廷大事，時人稱之「黑衣宰相」。此文受到重視並非和佛

教相關，而是和統治者有關。至於《宋書‧謝靈運傳》收錄〈山居賦〉全文，和此

書意欲描述東晉南朝皇室貴臣在建康或浙東建造園墅的風氣有關。沈約在建康鍾山

山腳下的東田建有小園，因撰〈郊居賦〉，《梁書‧沈約傳》也全錄〈郊居賦〉之

文，應是承續《宋書‧謝靈運傳》的筆意。田曉菲教授則注意到，《宋書》與《梁

書》所錄〈月愛表文〉的文辭差異，如以寫本文化的角度視之應如何解釋。廖肇亨

教授則點出，婆羅門教也吸收佛教，是否可截然二分，仍須保留。漢文翻譯佛教經

典，歷來遭受批評，但珍貴之處在於保留了婆羅門教的文獻，補充了婆羅門教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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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材料。印度資料都是口傳，但因為傳入中國而成為漢文文獻，很多資料在漢文中

才看得到。據此劉苑如教授回應：《宋書‧夷蠻傳》中「凡此諸國皆事佛道」是中

國認知，事實上當時印度社會尊重佛教與婆羅門，是因為婆羅門有很多技藝所在，

例如擅於文書等功能。五世紀左右東南亞經過印度化，七、八世紀後東南亞婆羅門

教盛於佛教。問題是婆羅門教與佛教二者宗教性質不同，婆羅門教以印度文化為基

礎，是在種姓制度上的宗教，除非接受此一制度，否則不適合外傳。東南亞和世界

交涉，大多是佛教徒，婆羅門教徒是有限的。中國認為東南亞諸國為佛教，主要可

能是因為外來僧侶多是佛教徒，但這並非全然的事實，當時婆羅門教徒可能更多。

至於《宋書》與《梁書》〈月愛表文〉文辭不同，河上認為兩篇表文一開始應為外

文寫作，後來存在宮廷，到了梁武帝時奉佛，將一系列資料翻譯成漢文，因此文字

才會如此相似。但此一說法仍有商榷餘地。而各表文文字類似，仍各有特色，很難

說是直接承襲。文本之間可能有典範，但不易有文獻證據支持。

第二場次的發表則將議題聚焦於國家與地方的互動，由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

聘教授陳弱水先生擔任該場次主持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甘懷真教授擔任與談人。

主持人陳弱水教授特別指出，東晉南朝研究是史料發展潛力最低的時代，並在社會

文化上是一個異質性的時代，許多極端看法同時存在。他並勉勵與會學人，治中古

者務須有文獻學與詮釋學的深厚功底。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紀志昌教授發表〈游移

於中土與邊地─五世紀兩個「中國」間之文化地理觀念的交涉〉一文。紀教授首

先強調本文的「中國」乃是以「文化地理」觀念為主，而非政治地理，由此構成民

族、區域之文明發展程度上中心與邊地的判別。其中可能有客觀歷史發展上所造成

的歧異，也有主觀價值上的認定。尤其佛教的傳入帶來當時對「天竺」是「中國」

的認知，此一觀念相當衝擊當代士大夫，促使其反思、消化、重構其固有文化地理

上的「中國」觀念。而這當中存有著許多光譜：支持佛教的人會羨慕天竺，認為

此在的「中國」是「邊地」，而反對佛教的人，則認為佛法是邊地之俗，此在之中

土不可效法。至於也有一些中間路線的論者，游移在兩個「中國」的概念的辨證之

間，這說明中、邊關係的發展不是單一維度的轉移，而是中國與天竺這兩大中心所

同時構成雙軸並行而交纏的狀態。而身為佛教徒的沈約，在夷夏論爭最激烈之時撰

寫《宋書》，其如何詮釋「佛教史」，正可作為觀察這種文化現象的切入點。沈約

將佛教資料放入〈夷蠻傳〉，很可能是繼承何承天舊稿。其中〈夷蠻傳〉中的佛教

敘述多帶有批判意味，大多為歷代當政者裁抑佛法事跡的排比，慧琳、道生的排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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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入其中，這正是正統觀的彰顯。沈約繼承這樣的脈絡，在其心目中或許認為這些

皆非正格而理想的佛教史（如慧遠、道安皆不在其中），所以將諸如慧琳這種非佛

的言論或其排擯之事跡置於「夷蠻」，也只是剛好而已。這隱藏著另種批判、流放

書寫的意味，此即與其作為大法信徒的立場無違。紀教授接下來比較了慧琳〈均善

論〉與沈約〈均聖論〉，乃至諸種以「格義」打開對當時世界觀的論點，如何以自

身中國傳統的元素解構自我中心論。從主觀的詮釋到客觀外延地就曆法學角度辨證

何為「天地之中」，其中也暗示著僧人於天竺的行旅，超出漢字文化圈的框架，其

移動經驗激盪了「天下之中」的反思。此外，當時一直談論「均」的結果，也可能

造成一個概念各自解讀的現象，如蕭子良與道宣統略《淨住子》中，對「中國」的

理解即屬之。是以，中、邊關係實取決於話語權轉移與主觀實踐的立場而定。尤

其面對「典範的移動」，更是論家辨證中、邊關係的論據，此以顧歡援引「老子化

胡」說所撰作的〈夷夏論〉為代表，屬中夏本位主義論者。但「夷夏論」在佛教徒

的批判、應對與接受中不斷被重新詮釋。除了有以天竺為「婆娑之正域」、「天地

之中」，以生、佛間之應感關係說中、邊之「非一非異」等論點。至終亦有因「反

向格義」而成為「戎華論」的統合論述，亦即：佛教徒既承認傳統夷夏論的觀點，

卻將中、邊關係之裁定標準轉化為接受「佛化」與否；在某種意義上，老子的地

位亦從化胡，轉變為受佛陀差遣東行，而完成教化華夏任務，最終又回到天竺的

典範。從這些對「中心」之詮釋話語的「移動」，皆可證明天竺與中國的中、邊關

係，正是二大文化中心之間雙軸交涉、並行與對話的結果。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魏斌教授發表〈高寺上方無不見：〈頭陀寺碑文〉與南朝夏

口的城市景觀〉一文。魏教授以《文選》所錄南齊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探討郢

州治所夏口的城市景觀。透過閱馬場五代吳國墓出土之買地券，推測其墓葬位置

與頭陀寺位置相合，亦為陸游曾造訪的石城山。碑文中「百雉紆餘」，結合張舜民

《彬行錄》，可推知是南倚蛇山（黃鵠山）、西臨長江的曲折城牆。文中「南則大川

浩瀚」，在北宋以前，今彭劉楊路為界屬城內，城外南面則是大片湖泊水面。頭陀

寺建造於劉宋孝武帝大明年間，此時正是夏口新設置為郢州治所不久，夏口城自

軍事堡壘轉化為區域行政中心，也連帶影響到城市面貌。南朝時期，「百雉紆餘」

的小城是內城，內城裏面主要是官署，大量官員及其家屬住在羅城。就軍事防禦而

言，羅城的防禦意義遠不如子城，遇及戰事往往放棄羅城固守子城。子城中供奉的

城隍神，與子城的軍事性頗有互通。城南為居民和商業區，唐宋以後城牆擴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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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納入城中，城北的軍事空間與城南的商業區域逐漸合為一體。唐宋以後，夏口

形成黃鶴樓、鸚鵡洲、頭陀寺等名勝，這些名勝也形成於劉宋以後。根據碑文，頭

陀寺的興建經歷創始人沙門慧宗、江夏內史孔顗、郢州刺史蔡興宗等幫助。而頭陀

寺在唐宋以後仍不斷受到關注，不斷重建，該寺名勝化的過程，實與〈頭陀寺碑

文〉收錄於《文選》，以及《文選》之影響力直接相關。宋代以後《文選》因古文

興起而式微，相對〈頭陀寺碑文〉的觀看意義也逐漸下降。該寺因〈頭陀寺碑文〉

隨《文選》流行而名勝化，復因《文選》衰落而消失，與其他以風景著稱的名勝如

黃鶴樓軌跡頗有差異。透過〈頭陀寺碑文〉與周邊景觀的考察，夏口「中古性」城

市風景的形成與南朝的關係十分密切，此皆可以反思中古文本與風景之間複雜的互

動生產關係與模式。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黃則彰 (Harrison Huang)教授發表〈劉宋詩與

朝廷禮儀辯論：謝惠連的〈祭古冢文〉〉一文。黃教授認為，「移動」會造成空間的

錯位。建康作為北來政權的首都，在禮儀與都城建築都因移動而產生錯位。謝惠連

〈祭古冢文〉與《宋書‧樂志》，二文雖然性質不一，卻都是以朝廷禮儀處理「錯

位」問題。因而〈祭古冢文〉的祭祀活動，暗示著處於亂世且地非處中原的劉宋王

朝，如何重新面對禮儀傳統。針對亂世之中的禮儀，劉宋之前有兩種說法，一為袁

渙所提出「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一則是《禮記‧樂記》

「大禮必簡」，鄭玄注：「簡，擇也。」鄭玄之說較袁渙更為複雜，禮儀之「簡」的

過程需要經過擇取，而非直接接續傳統，更是跨越間隔的媒介行為 (mediation)。

《宋書‧樂志》稱南朝「尚未有金石」，也是透過採取錯位來描述亂世的禮儀。「金

石」不單指涉器物，更是指背後整個的禮儀場面所蘊含的空間構造與地方實踐。

這些音樂和禮儀應當被視為王朝的「基礎建構」(infrastructure)，不單僅是指硬體

設備，同時也建造空間、甚而構造王朝都城。〈樂志〉的錯位與糾錯產生的錯位敘

述，將中心由北方移到南方。另一方面，城市也是一種「政體」表現，〈樂志〉

稱：「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四廂是宮殿室內的空間安排，將樂器擺在宮殿旁

邊。不只是樂器，而是禮儀空間的建構，糾正了南朝經過移動的錯位問題。錯位、

糾錯，可以歸納於地理政治論述，如以此一角度重新看待〈祭古冢文〉，則是透過

古冢的「錯位」，建構出政體的都城。此一表現於〈祭古冢文〉中序文與正文書寫

側重的不同。在序文中，作者更注意古冢的內容、未化的真實以及錯位的空間。但

在祭文正文裏，更強調城塹的工程、實踐禮儀的立場以及政體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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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與談人甘懷真教授指出，五世紀的中國，呈現出多元重疊的歷史在此

交會。第三世紀後印度化在東亞推動，包含嶺南到越南北部。在這個多元交會的歷

史世界，此時期到底有沒有作為民族文化的中國文化，去面對作為民族文化的印度

文化？沒有天下，就沒有中國。爭誰是中國，前提是有一個整合的世界要出現。印

度天竺或中國的兩個中國辯論，更應該突顯的是，人群進入中國後，會怎樣形成一

個單位。因為只有同處於一個文化脈絡之下，才有辯論中央與邊緣的需要，如果兩

種文化毫無交集，就沒有必要去研究怎麼會形成兩個中國。魏斌教授的論文指出，

這幾年郡縣城市的研究，對於中國古代城市過度理論化，或是由明清來想像中古城

市。而漢代郡縣城市的樣貌應與我們的想像有很多不同，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城市景

觀。城市空間中包含寺院與商業的關係，應如何連接在一起？此外，應該高估城市

中古代海運、河運的重要性，因為中國古代地理是透過水域移動。在過往印度化的

影響下，多重視海港城市，而夏口是河港城市，在傳統中國中如何看待河港城市？

黃教授的文章提到，中國文化的特色是治禮，只有中國文化編輯禮典。禮經一定要

基於正確解釋，非政治權威所能決定。問題在於，國家的禮典權威性從何而來？此

涉及政權的自信如何建立。劉宋政權是以南京為中心的新天下。東晉南渡之後，南

京如何區別過往洛陽，成為新的天下中心？劉宋這時期是否有意識到自己是亂世？

還是進入太平之世？是否他們「太平感」比「亂世感」來得更強，因此需要治禮作

樂？此仍有討論、想像的空間。楊玉成教授指出，「中國」的討論應該要跳出民族

國家觀念。天竺、北魏、朝鮮都曾稱自己是「中國」。中國是一個帝國，但是帝國

並非現代的國家觀念可以框架。田曉菲教授提出，無名是記憶的喪失，但賦予無主

屍骸以「冥漠君」的名字，則是給予人的尊嚴及體面，而自古以來明王聖君對於無

名屍骸的掩埋是一個德政的體現，這裏面所蘊含的禮也值得重視。

第三場次的論文發表則回到劉宋文學的場域。該場次由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許

東海教授擔任主持人，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系主任許銘全副教授擔任與談人。中

國文哲研究所楊玉成教授發表〈反叛：南北朝樂府與地緣政治〉一文。楊教授透過

〈梅花落〉、〈楊叛兒〉、〈桃李子〉、〈聽鐘鳴〉四種類型的樂府，解析樂府背後的

南北交流與文學政治。鮑照〈梅花落〉開啟南朝的傷春主題，是橫吹曲最早的南方

擬作，但並非單純復古，而是混合古典與新聲的創造。樂府歌辭中採取對話性質，

顯示原曲有相和歌性質，具有多聲部應和的可能。〈梅花落〉凋零、感傷的氛圍，

也開啟南朝的傷春主題。從對梅實的重視到花落的觀賞，突顯南朝人對於美麗與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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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兼具的審美品味。此亦容易使今人閱讀時受到唐宋變革的影響，遠離、誤讀了中

古文學世界的想像。而後，王融〈陽翟新聲〉、陳後主與江總的〈梅花落〉，都透

過男女唱和，結合閨怨與邊塞的想像。〈楊叛兒〉作為吳歌西曲典型的情歌，卻涉

及蕭衍協助宋明帝廢黜鬱林王的政治原委，而以情人背叛隱喻政治背叛。《樂府詩

集》收有組詩八曲〈楊叛兒〉，由正歌、和歌組成，傳入北方之後，卻被北人視為

亡國謠讖，以情慾（伴侶）與政治（亡國）相互隱喻。與此類似的尚有北魏胡太后

之〈楊白花〉，此詩於開端套語、意象（楊花）鑲嵌情人，文辭極具南方特徵。而

南北史書分別以歌辭折射政治，以之作為污衊敵對政權的手段，揭示政治與文學的

雙重競爭。《魏書‧祖瑩傳》中王肅〈悲平城〉與祖瑩機智而作的〈悲彭城〉，類

似南北朝行人外交場合的韻語的嘲戲攻訐，透過樂府文辭的模仿與競爭，背後暗示

著北魏超越漢人的野心。王肅北逃，官至尚書令，字裏行間仍有南北政權、種族對

立的權力關係；而北朝文學對南朝既推崇又抗拒，皆透過王肅與祖瑩的對立軼事揭

露出來。隋唐之際流行的讖語〈桃李子歌〉，被視為唐朝李淵興起的預言。其文辭

源頭雖可能出自民間底層，但政治野心家試圖加以利用，如以李花（唐）取代楊花

（隋），則圍繞讖語展開詮釋的競爭。蕭衍之子叛逃北魏後，南北史書因各自立場

不同，記載差異甚大。蕭綜於北魏時作有〈聽鐘鳴〉、〈悲落葉〉二組詩，前者思

念故國，後者表現流離，應看作前後相續的組曲。而〈聽鐘鳴〉錯落雜言的句式，

也顯示南朝雜言的發展傳到北方。《藝文類聚》與《梁書》雖都收錄〈聽鐘鳴〉，

但文辭詩意不同，《藝文類聚》可能為北方傳本，以普通的客思取代原詩複雜的政

治認同，可視為文本政治。〈聽鐘鳴〉、〈悲落葉〉象徵世變、南北分裂的身分錯

亂，同時兼具表達故國情懷、傾訴分裂的飄零等兩種詮釋可能，因此成為南北史家

紛相引用，以證實本朝合法性的材料。其後盧思道、顏之推等北移南人，都對蕭綜

之詩有所共鳴，暗示著當代文人因政權更迭而引發的認同危機。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陳偉強教授發表〈發現、呈獻與被發現─鮑

照「從遊」詩風成因〉一文。鮑照「才秀人微」，其出仕初期到任職臨川王劉義慶

幕下時，如何以在寫作活動中嶄露頭角，通過呈獻作品以打動人主，有賴於鮑照

作品中所體現的「獵奇」心態。他試著以文字意象將山水之瑰麗透過匠心加工呈獻

給人主。鮑照因家世寒微，造成其心理上的陰影，進而形成一種心理防衛機制，這

種心理狀態促使鮑照透過寫作打動當權者。鮑照於出仕初期的駢文名作〈登大雷岸

與妹書〉，以賦筆之誇大擬真來撰寫私領域性質的家書，尤其擅長以個人情感與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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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物的結合。如此奇幻的遐想筆端迥異於一般家書的性質，不禁令人懷疑此篇家

書的預設，究竟是想同妹妹鮑令暉分享出仕的愉悅之情，或是試圖透過此篇書信，

達到向劉義慶干謁的目的。鮑照於劉義慶幕下的十年，是展現其文學才能的重要契

機，劉義慶作為當時文學集團的領袖，旗下文人如袁淑、何長瑜皆為一時之秀，亦

共同編纂了《世說新語》、《幽明錄》等書。除了得見東漢以降志怪、志人小說的

流行，也得窺見劉義慶文學集團的興盛。此二者皆對鮑照文學創作有所影響。就當

時的文學發展脈絡而言，晉宋之際詩歌風潮從玄言轉往山水，創作風格傾向從事物

表象挖掘道理內涵，干謁作為鮑照創作的動力，此亦體現於鮑照的炫才與求奇。如

〈河清頌〉透過善於觀物並形諸筆墨，使幽微之兆得以彰顯。而序文中鮑照認為自

身有能力為天降祥瑞做詮釋，並得以清麗之筆上呈皇帝。鮑照的登廬山諸作，皆作

於劉義慶幕下時期，其對廬山的「發現」與作品「呈獻」人主，目的都在於使得自

我才華「被」人主「發現」。在鮑照的從遊詩中，擅長描寫神仙出入的幽明之境，

詩中所構築的神仙居所，頗可與劉宋志怪小說盛行的背景風氣相互參看。鮑照刻意

發現山水之驚、怪，並在其詩筆下將風景轉化為神化、妙象。值得注意的是，鮑照

早期搜奇創新勤於「發現」的創作風格，大都呈現於任職劉義慶幕下時期，人主不

同，偏尚的文學風格表現亦有不同。鮑照「發現」的詩學思想，其中一層意義在於

「被發現」，干謁人主以炫才求得青睞，實是鮑照創作動機不可忽略的一面。

第三場次與談人許銘全教授指出，鮑照早期從遊詩風，所以會有好奇、獵奇

的寫作風格，干謁確實可能為成因之一，此一觀點頗具說服力，詩人於此更加具象

立體。然而鮑照這樣的好奇、險仄詩風，是否全部能以干謁並迎合人主，作為風格

形成之原因？例如文中舉〈從庾中郎遊園山石室〉為例，但此一不可考之庾中郎對

文學之喜好，一如劉義慶嗎？若庾中郎並不特別偏好文藝，而鮑照此詩同樣呈現奇

險詩風，那麼不就說明鮑照詩風未必都是與干謁有關。其次，〈登大雷岸與妹書〉

是一封家書，家書適合作為干謁作品嗎？在中古時期，這樣的家書是否會公開？還

是結集之後才能看到？當然此中涉及文章流傳問題，頗難考論。第三，鮑詩用字刻

意，有些詞句頗為費解，例如「殊物藏珍怪，奇心隱仙籍」之「奇心」，或可解為

仙人之心，但似不應解為詩人之心；而〈從登香爐峰〉「穹跨負天石」之「穹」，

文中解作「蒼穹」，但似應解為「高」，一如〈登廬山詩〉中「穹岫閟長靈」之

「穹」，均解為「高」。楊教授以薩依德「對位閱讀」的取徑，重新闡釋中古樂府潛

藏的深刻意義。談中古樂府一般多針對詩的內容去談，此文則同時分析樂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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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形式與內容的比對，將中古樂府如何在不同地域之間流轉、挪用，揭示這兩個

層面中所銘刻的歷史記憶與挪用轉換中所潛藏的地緣政治蘊義。文中同時提及樂府

名中的植物意象，認為此乃開啟南朝感傷風氣，尤其可以〈梅花落〉為例。然〈梅

花落〉為北方橫吹曲，此是劉裕平洛陽後帶回南方的清商舊曲？抑或更早就流傳至

南方的魏晉舊曲？尤其鮑照〈梅花落〉與後世〈梅花落〉句式、用韻不同，會不會

鮑照之作是早期南渡北民所帶來？若然，〈梅花落〉可能更早亦有作，那麼若要以

〈梅花落〉作為感傷詩風的開端，那會不會更早即存在了？另外，則是第三節訂標

為「桃李子：模仿與競爭」，但桃李子相關樂府無涉模仿，模仿指的應是元勰、王

肅與祖瑩之事，此節分作二橛，與節名不符，或可再斟酌。田曉菲教授則指出，只

要是流傳後世的，就不可能是嚴格意義上的私人書信。南北朝時期很多親朋往來書

信，未必都要到結集後才流傳，而有可能撰成之後即被傳鈔，如王褒和周弘讓的通

信收入正史，就很有可能是自己或朋友傳播出去。涉及親朋通信的私領域與史書的

公領域交涉，是很有意思的題目。楊玉成教授則回應：橫吹曲早就失傳，是後人所

加八曲，〈梅花落〉是最晚出現的。不能否定是否有北方淵源，但最早資料就是鮑

照。模仿就是再現，和文學的表達有關，再現則是競爭，也涉及文化與政治的詮釋

問題。此皆是閱讀中古樂府不可忽略的觀點。

公元五世紀的移動特質十分顯著，除了鮮卑大移民造成東亞政治局勢的變動，

中亞的移民也促進佛教的東傳。劉宋作為承先啟後的新時代，東亞各類文化在此輻

湊、激盪，促使中國文化自身的反思與變質。相對於過往研究以朝代作為時代劃分

的限制，此次研討會「移動：交會於五世紀」，則試圖跳脫出政治視域的框架，而

以世紀的分期作為觀看劉宋的方式。透過跨學科的對談與啟發，不同學人間經驗的

移動與思想的交會，審視地域、宗教、歷史、文學等典範的轉移，將研究視野從

「劉宋的世界」轉向「世界的劉宋」，進而重新思考劉宋文化的本質。希冀得以深

化相關議題的研討，並對劉宋的文本世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